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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户籍改革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国城市研究领域首个高层次多学科集成的新型智库“中

国城市百人论坛”在北京成立。来自国内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

城市相关领域的论坛首批成员，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认为，城

镇化的原始定义就是农村人口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要高度重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耕地怎么保”和“城市怎么建”

等四大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教授进一步将城镇化的要素

归结为“人业钱地房”五个方面。他认为，过去 30 多年来地的城镇化速度大大

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主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在推动土地城镇化过程中是赚钱

的，而推动人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需要花钱的。人地城镇化不同步所付

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三代人的福祉，其中包括六千万留守儿童、四五千万留守老

人和四五千万留守妇女。因此在这一层意义上，城镇化必须强调三维转换，一是

地域的转移必须是农村到城市，二是职业的转换应该是从农业到非农业，三是身

份的转换应该是从农民变成市民。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周大鸣教授对城市

的社区基层研究中发现，过去以某一地域或以某一方言群体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在

城市里面已经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城市的管理就面临两个基

本问题：其一是如何从理念上实现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转变，其二是在多族

群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城市文化的传承与融合。因而，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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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转型或者是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

室主任樊杰研究员认为，人的城镇化从狭义上看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农

民工市民化，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实际上人的城镇化应该

不能在国家的战略和未来城镇化的规划当中狭义去做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应该把

丰富的内涵和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核心问题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城市管理水平、

认知水平和科学理念的全面提升。 

国际欧亚科学院秘书长、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研

究员主要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视角来理解人的城镇化。汪光焘认为，许多地方政

府将城镇化率作为一个主要的政绩指标，这种做法是严重背离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的。国外基本不存在户籍制度，因此编制规划主要是编制就业岗位，而国内规划

编制的基准则是人口数。因此，如何用市场机制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一个极其

重要的课题。王战研究员认为，人的城镇化应该是民本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西

方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发展的规律一般是由产业带动用工需求，通过第一城市效

益和第二城市效益逐步吸纳工人人口和服务业人口，而反观我国地方政府推动城

镇化的过程中，在体制机制上面存在很多不符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东西。北京

大学-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教授认为，中

国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很多扭曲性的政策激励和结构问题的产生，当务之急

可能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些年因为经济政策的扭曲所产生的后果上。今后的

城镇化政策如何回归理性、体现人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是决策部门推行改革的

关键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认为，从中国政府政策的

角度来看，主要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把大量的资源引入到中小城市和内地

发展，其中包括钱、建设用地指标。如果将中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

那么人、地城镇化的脱节程度依次是在西部、中部和东部，这种脱节是由于政府

干预方向与市场力量脱节所造成的。 

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与会专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然教授认为，现行的限制特大城市发展、放

开中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前的主要矛盾在

于户籍吸引力越大的特大城市其进入门槛也越高，而内地许多中小城市和城镇虽

然放开户籍制度却鲜有外来人口流入，因此这种改革的意义不大。根据国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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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口居住密度很高的特大城市，只要管理得当并不存在交通和

居住问题。而现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已经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如果要将这部分人

口进行制度隔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中国人民大学叶裕民教授

也同样认为，大城市才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中国 8000 万的跨

省流动人口中，有 4000 多万流入了前十大城市，没有这部分外来常住人口的市

民化就没有中国的市民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不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起点。关于市民化的成本，叶教授认为现有研究部分夸大了成

本核算范围，实际上包括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在内的市民化成本大约为4-8万元，

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住宅成本则不能算作市民化成本。因为不论外来人口是否

流入，作为公共品的这两类投资都是不可或缺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辜胜阻教授认为在特大城市落户全面收紧的现实情况下，推行以居住证制度为

导向的人口管理模式应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政府应逐步将基本

公共服务按照居住证配制覆盖到全部常住人口。 

 

（内容由论坛工作人员李超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